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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长期面板数据，对玉米被引入中国后，对
明清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玉米
播种时间和农民起义发生率存在 Ｕ形关系：短期内，玉米的引种确
实有助于降低气候灾害引发的农民起义的发生率，但这种效应是逐
渐减弱的。到清朝中后期，玉米播种时间更久的地区甚至更易受水旱
灾害危害，进而更易爆发农民起义。这说明了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
物的引种并未能让中国像欧洲国家那样摆脱 “气候—治乱循环”。
关键词　玉米，气候—治乱循环，哥伦布大交换

一、引　　言

公元１５００年前后，人类社会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随着新大陆和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被发现，整个世界首次被联系在了一起，新
旧大陆之间在农作物、人口、制度等方面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哥伦布大
交换”（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ｒｏｓｂｙ，１９７３）。在这场大交换中，玉米、甘
薯、土豆等美洲作物被引入欧亚大陆，从而对 “旧大陆”的生产、生活方式
进行了重塑。关于 “哥伦布大交换”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已经有
了广泛的研究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２０１０；Ｈｅｒｓｈ　ａｎｄ　Ｖｏｔｈ，２００９）。不过，关
于其对 “旧大陆”社会治乱所产生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的治乱状况是和农业的丰歉紧密相联的。由于农业

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因此从整体上看，传统社会中的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种 “气候—治乱循环”：在气候相适宜的时期，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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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况良好，整个社会能承受的人口数量也随之较多，“大治”的局面就会出
现；而当气候变得恶劣后，农业遭到破坏，社会冲突也随之出现，“大乱”的
局面随之到来。纵观人类历史，无论是非洲的古埃及、欧洲的罗马，还是东
方的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呈现出了这种 “气候—治乱循环”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２００６；Ｆａｇａｎ，２００９；Ｂüｎｔｇ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在 “哥伦布大交换”将美洲作物引入 “旧大陆”后，这种和气候波动紧

密相联的 “治乱循环”发生了变化。例如，Ｗａｒｍａｎ （２００３）就指出，以玉米
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凭借突出的抗灾性能，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产量周期提
供了平滑作用。这对欧洲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工业革命和
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Ｆａｎ （２０１０）则指出，自美洲作物在明朝中叶
传入中国后，气候因素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大为降低了。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以上观点并不正确。陈亚平 （２００３）１、郭松义 （２００８）２ 等认为，美洲作物的
引种使得山区流民的队伍大为增加，从而给社会治安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而
由于美洲作物的过度种植引发的水土条件破坏，则使得气候灾害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从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如果以上观点成立，
那么美洲作物的引种并没有破解 “气候—治乱循环”，而仅仅是延长了循环的
时间，并使循环的危害也变得更大了。

１ 陈亚平，“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４８—５２页。
２ 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编，《清史论
丛》，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８０—１１４页。

尽管美洲作物的引入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对其进行的
经验检验尚较为缺乏。为填补相关文献的不足，本文考察了一项代表性美洲
作物———玉米在中国的引植同农民起义发生率之间的关系。玉米作为播种面
积最广、产量贡献最大的美洲作物，被用来检验引植对社会治安的影响是非
常有代表性的。通过对１４７０—１９００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
在短期内，玉米的引种确实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降低地区农民起义的发生
率，但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到清朝中后期，玉米播种时间
更久的地区甚至更容易发生农民起义。这说明了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
引种并不能让中国像欧洲那样摆脱 “气候—治乱循环”，而其原因是值得深
思的。
本文是中文文献中为数不多的利用长期面板数据对经济史进行分析的研

究，我们认为，其发现不仅对前述的争议作出了经验性的回答，有助于加深
对于中国历史上 “治乱循环”形成机制的理解，也有助于对引种美洲作物所带
来的经济社会价值进行更为科学的评价。同时，关于抗灾作物推广的影响仍是
目前国际上政策问题的关注点之一 （Ｐａｄｍａ，２００８），本文的结论能够为相关的
政策讨论提供可靠的经验依据，从这点上看，本文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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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
是相关背景介绍，第四部分是使用数据介绍，第五部分是计量分析，最后是
结论和政策讨论。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已有研究中，和本文探讨的问题较为相关的主要有两类研究：

第一类研究是关于气候波动与社会治乱关系的研究。气候是影响人类社
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会对经济发展直接发挥作用 （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Ｋｉ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１９７３），而且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对经济生活发生间
接的影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ｂ）。正如 Ｈｏｍｅｒ－Ｄｉｘｏｎ （１９９４）指出的，气候
的变化和异常无疑会扰乱生产、增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激化人们对于稀
缺资源的争夺，从而增加冲突和战争的发生率。Ｍｉｇｕ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和Ｂｕｒ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的研究发现，由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业对于降水的
依赖性很强，因此气候异常会对该地区的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严
重干扰，并提高内战的发生率。Ｈｓ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则通过对热带国家的研
究发现，在发生气候异常的年份，内战发生率会提升。根据该研究，过去五
十多年里，世界范围内２１％的战争和冲突可以归结于厄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
气候异常。

３ 事实上，我国的先民们早已发现了气候和王朝兴衰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例如“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
亡”这样的谚语就将商、周两朝的灭亡和干旱联系起来，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则可以视为对气候灾
异和王朝兴衰之联系的一种朴素的经验概括。参见章典等，“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
迁”，《科学通报》，２００４年第２３期，第２４６８—２４７４页；赵红军，“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的
农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２
年，第１１卷第２期。
４ 王会昌，“２０００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８３—８８页。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气候因素也在决定社会治乱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Ｆａｎ，２０１０；章典等，２００４；赵红军，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ａ）。３

一方面，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族是我国中原王朝所面临的重要安全隐患，而气候
的变化是引起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迁移和南侵的重要原因 （王会昌，

１９９６）。４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１）对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游牧民族侵扰状况的时
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发现在降水量减少的年份，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冲突会
上升，而雪灾则会大幅提升游牧民族侵扰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气候灾害也
是诱发中原王朝农民起义的主因。由于整个中原王朝的经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
之上的，当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气候变化扰乱之后，暴动、起义等活动会变得更
为有利可图，因此其发生概率就会大大提升 （Ｃｈｕ　ａｎｄ　Ｌｅｅ，１９９４）。从历史上
看，导致王朝兴替的农民起义，其直接导火索都是水旱灾害 （夏明方，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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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全胜、王维强，１９９５）。５Ｊｉａ（２０１３）通过基于近五百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
水旱灾害会大幅增加农民起义的发生率。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在抗灾性能良好
的甘薯引入中国后，气候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大为降低了。这一发现验证
了气候波动主要是通过影响粮食的丰歉对社会治乱发生影响的猜想。

５ 夏明方，“‘旱魃为虐’———中国历史上的旱灾及其成因”，《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葛全胜、王维
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３２—４１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有关气候和冲突发生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已
经比较丰富，但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存在两类不足：第一，限于资料的可得
性，现有的研究基本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这种方法的局限是很明显
的。第二，现有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气候和冲突发生率的联系上，而很少
对影响这种 “气候—治乱循环”的因素进行讨论。从这两点上看，本文的发
现将有助于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第二类研究是关于 “哥伦布大交换”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１）考察了土豆引入欧洲后对欧洲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带
来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研究， “旧大陆”在１７００—１９００年间近１／４的总人口
增长和城市化可以由土豆的引植来解释。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 （２０１２）则发现，玉
米的种植大约可以解释１５００—１９００年间中国总人口增长的２３％。不过，玉米
引植对于同期城市化的影响是负面的。Ｈｅｒｓｈ　ａｎｄ　Ｖｏｔｈ （２００９）发现，“哥伦
布大交换”共使英国居民的福利提升了１５％左右，其中由 “新大陆”种植的
蔗糖和咖啡分别使得英国居民的福利提升了８％和１．５％。Ｉｎｉｋｏｒｉ（２００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等研究指出，“哥伦布大交
换”重新划分了世界各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这种重新划分使得欧洲各国的
生产力及财富水平获得了飞跃，这为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
基础。而 Ｍｉｎｔｚ（１９８５）则指出，由于美洲蔗糖的引入，英国产业工人的再生
产成本大大降低，这对于英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对农作物 “哥伦布大交换”所带来的影响的研

究已经很多，但已有的文献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美洲作物的传播对
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作物的丰歉可能是社会治乱的
内在原因。因此，当美洲抗灾能力较好的作物被传入旧大陆，尤其是中国这
样传统的农业国家后，其对维护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从
目前的文献看，相关的讨论仍然较为缺乏。

三、背景介绍和理论假说

本节将对有关玉米特性、传播历史的背景进行介绍，并就玉米种植对社
会治乱所起的作用进行重点介绍。在此基础上，将归纳出本文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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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米的特性及其传播历史

玉米学名 “玉蜀黍”，又称 “玉麦”、“包谷”、“西番麦”、“珍珠米”、“苞
米”等，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玉米的营养价值较高，是优良的粮食作物。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稻、麦等粮食作物，玉米具有众多优势：首先，其对于环
境的适应性很强，具有耐旱、耐寒、耐贫瘠、容易在山区和沙质土壤地带种
植等特性，“不择硗确”，“但得薄土，即可播种”６，“虽山巅可植，不滋水而

生”７，“盘根极深，西南山陡绝之地最宜”８。这些特性使得玉米的引种事实上

等同于扩展了全国可垦的耕地面积。根据梁方仲 （１９８５）９，在清初的一百多
年时间内，各省耕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 （０．６４亿亩），而在新垦耕地中，有相
当部分是播种玉米等美洲作物的。其次，和传统粮食作物相比，玉米在单位
产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据赵冈 （１９９５）１０估计，清代生产技术下，玉米的播种
可使亩产增加１０％左右。如果采用与小麦、春谷或高粱轮作的方式，其产量
提升更高。最后，和传统作物相比，玉米具有良好的抗灾性， “涝水之患弗
及”，“旱蝗俱不能灾”１１。这些特性使得播种玉米的地区在面对水旱灾害时的
产量波动变得更小。Ｊｉａ（２０１３）将上述的前两个特征归结为玉米的 “生产率
效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最后一个特征归结为 “风险分担效应”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并认为这两个不同的效应在影响社会治乱的过程中起到了不
同的作用。关于Ｊｉａ的这一观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６ （清）李拔：《请种包谷议》，载（清）朱珪修、（清）李拔纂：《（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二·食货·物产，清乾隆
二十七年修，清光绪六年重刊本。
７ （清）王粤麟修、（清）曹维祺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十·食货·物产，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８ （清）康基渊纂修：《（乾隆）嵩县志》卷十五·食货·物产，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９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１０ 赵冈，《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１１ （清）郭云升：《救荒简易书》，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１２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二）”，《世界农业》，１９７９年第５期，第
２１—３１页；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６２—６６
页；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９９—１１１页；陈树
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第１８７—２０４页。
１３ 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第１８７—２０４页；曹树
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６２—６６页；韩茂莉，“近
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４４—５６页。

美洲大陆被发现后，原产于美洲的玉米也随着 “哥伦布大交换”被引入中
国。关于玉米最早引入中国的确切时间难以断定，一般认为其时间应在１６世纪
后半期 （何炳棣，１９７９；陈树平，１９８０；咸金山，１９８８；曹树基，１９８８）。１２尽管
关于玉米向中国的具体传播过程仍然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断定，其传播是
沿着三条路线进行的 （陈树平，１９８０；曹树基，１９８８；韩茂莉，２００７）１３：第
一条是由西班牙传入麦加，再从麦加经中亚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第二条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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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入南亚的印度、缅甸等国，然后经这些国家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第三
条是由欧洲传入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入我国东南地区。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这三条传播路径很可能是彼此独立的 （韩茂莉，２００７）。１４

１４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４４—５６页。
１５ 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第１８７—２０４页；咸金
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９９—１１１页。
１６ 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编，《清史
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８０—１１４页。
１７ （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黍稷，清康熙文汇得堂刻本。
１８ （清）张云龙等修、张凤羽等纂：《（顺治）招远县志》卷五·物产，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在传入中国后，玉米被迅速传播到了各地。截至明末，全国已有十余省
有了玉米种植 （陈树平，１９８０；咸金山，１９８８）。１５关于玉米引入各省的时间，

表１给出了详细的信息。容易发现，在玉米种植的扩散过程中，其先后顺序
不仅取决于地理距离，而且取决于各地种植玉米的比较优势。例如广西，虽
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玉米的传入地之一———云南，但由于其在水稻栽培上拥
有太强的比较优势，因此较成规模种植玉米的时间较晚。

表１　各省关于玉米种植的最早记载一览

省别 年代 资料 省别 年代 资料

河南 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 《襄城县志》 江西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湖口县志》

江苏 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 《兴化县志》 广东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阳江县志》

甘肃 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 《华亭县志》 辽宁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盖平县志》

云南 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 《大理府志》 湖南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零陵县志》

浙江 隆庆六年（１５７２） 田艺衡《留青日札》 四川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 《筠连县志》

安徽 万历二年（１５７４） 《太和县志》 台湾 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 《诸罗县志》

福建 万历三年（１５７５） 传教士哈拉达“追忆录” 广西 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 《广西通志》

山东 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 《诸城县志》 新疆 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哈密志》

陕西 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 《汉阴县志》 青海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西宁县志》

河北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 《高阳县志》 吉林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奉化县志》

贵州 明（１６４４年前） 《遵义府志》 黑龙江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宾州府政书》

湖北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 《汉阳府志》 西藏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西藏通志》

山西 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河津县志》

注：本表格摘自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玉米在明末清初时已被众多省份引进，但除了云南
等个别省份外，其实际种植范围仅局限于沿海、沿河等交通比较便捷、人们
来往较多的地区，且基本上是一些传统农业生产区。这种种植模式使得玉米
耐旱涝、适于山地沙砾种植的优势很难体现 （郭松义，２００８）。１６事实上，当时
玉米作为粮食的价值也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例如明末学者屈大均在谈到明清
之际广东农村种植玉米情况时曾指出 “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岭南少以为
食”１７。在一些地区，它甚至仅被用作园艺作物，在 “田畔园圃间艺之”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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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交，战乱频繁，导致大片地区毁弃为荒地。为了恢复生产，全国
范围内展开了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此过程
中，玉米、甘薯等新引入的美洲作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映发，２００３）。１９至
康乾之际，社会生产逐步恢复，人口大幅增加，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人地
矛盾开始突出。广大贫农迫于生计，开始背井离乡，进入人口相对稀少、封
建势力又相对薄弱的山区，从事垦荒活动 （曹树基，２００１）２０，而适合山区种
植的玉米也在此过程中被带入山区大规模种植，一些地区出现了 “遍山漫谷
皆包谷”２１的局面。由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玉米开始被全国众多地区接受

为主要的粮食作物２２，尤其是在穷人中，甚至 “恃此为终岁之粮”２３。

１９ 李映发，“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中国农史》，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７—１３页。
２０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２１ （清）张沆等纂、赵德林等修：《（道光）石泉县志》卷三·食货，清道光十四年刻本。
２２ 值得一提的是，和玉米上甘薯在热量、产量和对环境的适应性上都更有优势（Ｊｉａ，２０１２）。但甘薯的传
播速度和范围都远远不如玉米。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２）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玉米的口味和中国传统的主食
稻米更为接近，因此更容易被接受。
２３ （清）甘山等修、程在嵘等纂：《（乾隆）霍山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２４　Ｍａｌｔｈｕｓ在其著作中认为，古代中国缺乏对于人口的“积极抑制”，人口往往超过农业生产率所允许的
人口容量，这导致了饥荒、战争、瘟疫等“消极抑制”的频发。新近的一些研究（如Ｌｅｅ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０１）表
明，Ｍａｌｔｈｕｓ的以上论述并不确切，事实上在前现代的中国，人们曾采取很多措施控制人口，让人口不超
过经济中的最大人口容量。

（二）玉米的引植和 “气候—治乱循环”：一个理论阐释

“气候—治乱循环”是 “马尔萨斯陷阱”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Ｔｒａｐ）的一个特殊表
现。在前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率的进步相对滞缓，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

农业生产率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一相对的稳定生产率决定了经济中潜
在的粮食产量，而该潜在产量正是决定社会中人口容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的最重要因素。根据 Ｍａｌｔｈｕｓ（１８２６）的理论，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人类繁殖
的本能总会将人口推进到人口容量的边界上。２４当然，人们在进行生育决策时，

所依据的是潜在的粮食产量，而在现实中，实际的粮食产量往往是偏离潜在水
平的。决定实际产量和潜在水平偏离程度的两个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和农业的抗
灾能力。在气候条件较差、水旱灾害频发的年景，如果缺乏良好的抗灾能力，

农业的实际产量就会严重低于潜在水平。此时，粮食相对于人口而言，就显得
极为稀缺，人口压力将随之显现出来。在严重的人口压力之下，人们为了争夺
有限的粮食资源，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社会动乱也就更容易发生。

图１中，右侧方框中的内容就是对以上机制的一个简要概括。

前现代社会中，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使用的技术、种植的作物都相对
固定，这就使得潜在粮食产量以及农业的抗灾能力都可以被认为是基本不变
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外生的气候波动就成了影响人口压力程度和动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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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玉米引植对 “气候—治乱循环”的影响渠道示意图

率的主要原因，而从表现上看，气候波动和社会治乱的同步变化就呈现了出
来。在美洲作物传入之前，中国的农业恰好处于上述意义上的均衡状态，因
此 “气候—治乱循环”现象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Ｆａｎ，２０１０）。

２５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二）”，《世界农业》，１９７９年第５期，第
２１—３１页。
２６ 夏明方，“‘旱魃为虐’———中国历史上的旱灾及其成因”，《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

玉米等美洲作物被引入中国后，会通过三个渠道对 “气候—治乱循环”

发生影响 （如图１所示）：

第一个渠道是 “生产率效应”。如前所述，在明清之际，随着人口的增长
和土地兼并的严重，人地矛盾开始尖锐化。玉米等农作物的引植不仅使得农
业单产大为提高，而且使得广大的山地、盐碱地都能够被利用，这几个因素
的叠加使得农业的潜在产量大幅增进，社会的人口容量也极大增加。失地或
少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开荒来弥补生计所需，这就使得一段时期内人口的大幅
增长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同时发生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玉米等美洲作
物确实扮演了 “社会减压阀”的重要角色。一些研究认为，美洲作物是成就
“康乾盛世”的重要原因 （何炳棣，１９７９）２５，这是不无道理的。

第二个渠道是 “风险分担效应”。在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是引发社会动
乱的重要诱因 （夏明方，２０１０）２６，而玉米等美洲作物良好的抗灾性极大地减
少了气候波动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因此也能够降低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发生
率 （Ｆａｎ，２０１０）。

第三个渠道是 “环境塑造效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ｐ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作为外
来物种，玉米等美洲作物被引入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环境，

从而对农业的抗灾能力产生了影响。以本文关注的玉米为例，它 “最耗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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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入土深使土不固”２７，因此如果过度种植，会对生态环境、水土质量产生严
重的破坏 （樊志民、冯风，２００４；曹玲，２００５；郭松义，２００８；张祥稳、惠
富平，２００６）。２８这会大大增加水旱灾害的频率和烈度，间接增加社会动乱的发
生率。
尽管在玉米被引植后，上述的三种效应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但从其影响

力度来说，存在一个消长过程。在引种初期，由于山地、荒地大量存在，因
此 “产量效应”被瞬间激发出来，加之 “风险分担效应”的存在，这使得在
一段时期内农业产量大幅提升，产量的稳定性得到了明显改善。而相比之下，
“环境塑造效应”的作用体现得并不明显。２９不过在农业潜在产量大幅提升后，
人口的增速也显著提高。不久之后，人口的总量又会遵循马尔萨斯的预言，
回到人口容量的边界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洲作物适宜山地种植的特性，
在人口膨胀过程中，聚集在山地的流民比例大幅上升，这构成了重大的社会
安全隐患，因此只要遭受天灾，人口压力加剧后，积蓄的各类矛盾将会以比
以往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３０

２７ （清）沈垚：《七古一章》，见（清）汪曰桢纂修：《（咸丰）南浔镇志》，同治二年刊本。
２８ 见樊志民、冯风，“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农业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２４９—２５３页；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古今农业》，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７９—８８
页；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编，《清史
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８０—１１４页；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
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３—２１页。
２９ 事实上，当有大批荒地存在的时候，即使某地水土破坏严重，流民们也可以通过迁移来加以应对。３０

有研究（如何炳棣，１９７９；陈亚平，２００３）认为，在白莲教、太平天国等产生重大破坏的农民起义过程中，山
区流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３１ （清）沈垚：《七古一章》，见（清）汪曰桢纂修：《（咸丰）南浔镇志》，同治二年刊本。
３２ （清）詹锡龄等纂修：《（嘉庆）黟县志》卷十一·政事，清道光五年刻本。
３３ （清）张廷槐：《（道光）西乡县志》卷四·水利，清道光八年刊本。
３４ （清）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见（清）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九·户政·屯
垦，清光绪三年思补楼刻本。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Ｊｉａ（２０１３）所指出的，在 “产量效应”的作用耗
尽后，“风险分担效应”的作用仍然会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事实上后者的作
用很容易被 “环境塑造效应”的作用所抵消。从清代中期开始，由于玉米等
美洲作物的种植造成 “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的情况已屡见不鲜。３１当时，
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开始下令对其种植进行限制。例如，嘉庆初年，浙江开始
下令 “不得仍种苞芦”３２；道光初年，陕西西乡县令方传恩下令 “永将北山封
禁”，以禁止玉米种植３３；道光十三年，更有御史上奏朝廷，请求通过禁止
“棚民开山”、“种植包米”来保持水土３４，显然，这些政府官员的举措都从侧
面佐证了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种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开始凸显。

（三）理论假说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三个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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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１　玉米的播种强度和农民起义的发生率呈现出一种 Ｕ形关系。当
玉米的播种强度达到某个临界值前，更多的玉米播种可以降低社会动乱的发
生率；而当超过这个临界值后，更多的玉米播种则会提高社会动乱的发生率。

假说２　随着玉米播种强度的增大，气候波动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力
度也存在Ｕ形关系。当玉米的播种强度达到某个临界值前，增加玉米种植所
带来的 “风险分担效应”超过了 “环境塑造效应”，因此从整体上看，它能够
减少气候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而降低社会动乱的发生率；而当超过这
个临界值后，“环境塑造效应”的影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更多的玉米种
植会增加气候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而提高社会动乱的发生率。

假说３　从时间段上看，在明朝中后期，由于玉米并不是主要的粮食作
物，因此其对社会治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风险分担效应”上。在清朝前期，

玉米迅速得到推广，因此其 “生产率效应”和 “风险分担效应”都明显显现。

在清朝中期之后，玉米的种植趋于饱和，其 “生产率效应”将逐渐消失；同
时 “风险分担效应”的作用被 “环境塑造效应”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抵消，因
此更多的玉米种植会影响其对气候风险的抵御能力。

如果以上的三个假说都成立，那么就说明玉米在中国的引植并未从根本上破
解 “气候—治乱循环”。在下文中，我们将对上述三个理论假说进行计量检验。

四、数 据 介 绍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多个数据来源，构建了１４７０—１９００年的省级面板
数据。

本文用 “农民起义数量”作为社会治乱的指标。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
义是社会动乱的主要来源，在多数时间，它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要远大于外族
侵扰。并且在我们考察的时间段内，农民起义的发生率要远高于对外战争。

３５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３６ 《年表》中提供的战争资料截止到清王朝覆灭，但考虑到１９００年后，由革命党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
标的武装革命已经和传统的农民起义斗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我们没有考虑这段时期的起义。

我们使用的农民起义数据来自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军事史》编
写组，１９９５）。３５该书记录了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开始直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次战
争的简要信息，包括战争的发生时间、对战各方、战争原因及基本经过等。

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仅选择了１４７０—１９００年间的农民起义资料。３６在此基础
上，我们计算了各省每年的农民起义数量，并将其除以１００作为当年农民起
义的发生频率。

本文中使用的气象资料来自国家气象局提供的 《中国五百年旱涝等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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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３７这一数据集记载了全国１２０个代表性观测点１４７０—１９７９年的旱涝情
况。数据集中的旱涝分为五个等级，用数值１、２、３、４、５分别表示 “大涝”
“涝”“正常”“旱”和 “大旱”。这些数据等级是根据各个观测点的地方志记
载进行整理的，并且和已有的降水记录进行了比对校准，因此能够比较全面
正确地反映出过去五百年来我国各地旱涝分布的状况。

在本文中，我们的分析是基于省级层面进行的３８，因此需要对原始的数据
进行必要的加总处理。对于某一个省区，如果其范围内至少有一个观测点的
观测数据大于３，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省在当年发生过旱灾；如果其范围内至少
有一个观测点的观测数据小于３，我们则认为这个省在当年发生过涝灾。

３７ 该数据集的部分内容曾被绘制成图集于１９８１年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图集》出版。此后，国家气象局
的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了整理和补充。目前，该数据集可以通过“中国气象科研数据共享服务网”（网址
为ｈｔｔｐ：／／ｃｄ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进行申请。
３８ 在明清两朝，全国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不少演变，因此本文无法在一个固定的区划上进行分析。为简明
起见，在分析中我们简单地用当前的各省区划划分进行分析。所幸的是，虽然各省的具体边界从明清以
来已有了很多变化，但总体上看，当前的省级划分基本反映出了当时区划的经济和政治特征。
３９ 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９９—１１１页。
４０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我们无法获取各省在历年的玉米种植面积和强度。作为替代，我们将采
用各省的玉米种植时间来对假说进行检验。一般来说，玉米在一个省份种植
时间更久，其播种强度就更大，因此 “种植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
“播种强度”的代理变量。

具体来说，我们定义 “玉米种植时间”（Ｍａｉｚｅ）如下：

Ｍａｉｚｅ＝
Ｙｅａｒ－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ｉｆ　Ｙｅａｒ≥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０ ｉｆ　Ｙｅａ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其中Ｙｅａｒ是当前年份，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是最早引种玉米的年份。本文中，“最早
引种玉米的年份”的信息来自咸金山 （１９８８）３９的研究。该研究从全国各县上
千份县志中搜寻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各省最早引植玉米的
时间，因此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在传统社会，赋税征收是引发农民起义的重要诱因。为了控制该因素，我

们将在回归中加入 “货币田赋率”（分／亩）及 “谷物田赋率”（升／亩）作为控
制。这部分数据主要来自梁方仲 （１９８５）。４０需要说明的是，原始数据并没有给出
各省在每一年的田赋数据，而只给出了若干时间点的信息。为了弥补数据的缺
失，我们将全部观测时间分成十段，并假设每一时间段内的田赋率是相同的。
此外本文还采用了两个省级的地理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第一个考虑的控

制变量是省区和京城之间的距离 （用该省省会到京城的距离作为刻画）。根据

Ｓｎｇ （２０１０）、Ｘｉ（２０１２）等文献，这一变量反映了政府对于该地区的控制力
度。所谓 “天高皇帝远”“穷山恶水出刁民”，在远离中央、政府控制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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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往往容易爆发起义。我们加入了如上变量后就对这一效应进行了控制。
第二个考虑的控制变量是省区的经纬度 （用该省省会的经纬度衡量）。根据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２００６）等文献，经纬度可以综合反映出地区的农业结构、居民性格
等特征的变量。因此我们将在回归分析中加入经纬度，以控制上述因素的
影响。
表２给出了本文所使用数据的描述统计。

表２　主要数据的描述统计

变量 含义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ＰＲ 当年农民起义发生数乘以１００４１　 ８　１６９　 ４．１６４　 ２５．１２３

Ｄｒｏｕｇｈｔ “是否发生旱灾”（“是”＝１，“不是”＝０） ８　１６９　 ０．５３３　 ０．４９８

Ｆｌｏｏｄ “是否发生水灾”（“是”＝１，“不是”＝０） ８　１６９　 ０．４６９　 ０．４９９

Ｍａｉｚｅ 玉米种植时间 ８　１６９　 ９０．１１２　 ９７．８５９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　Ｇｒａｉｎ） 实物田赋率（单位：升／亩） ８　１６９　 ３．２３１　 ４．９３２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　Ｓｉｌｖｅｒ） 货币田赋率（单位：分／亩） ７　５６４　 ２．３６２　 ２．３４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距离京城的距离（公里）的对数值 ８　１６９　 ６．８８２　 ０．６８７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８　１６９　 ３０．４９０　 ５．０３０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经度 ８　１６９　 １１６．８７０　 ５．７１１

注：在明朝中后期的样本中，没有货币地租信息。

４１ 将农民起义发生数目乘以１００的目的是让回归表格便于阅读。变换后，回归的系数解释为变量对农民
起义发生频率的影响。

五、计 量 分 析

（一）假说１、假说２的检验

为了对第三部分中提出的假说１进行检验，我们需要估计如下模型：

ＰＲｉｔ ＝α０＋α１Ｍａｉｚｅｉｔ＋α２Ｍａｉｚｅ２ｉｔ＋θｉ＋θｔ＋θｉｔ （１）

其中，ＰＲｉｔ是ｉ省在年度ｔ时农民起义的发生数乘以１００。Ｍａｉｚｅｉｔ表示ｉ省到ｔ
年为止的 “玉米种植时间”（年）。θｉ和θｔ分别刻画了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θｉｔ是误差项。α１、α２ 是待估计的参数。如果假说１成立，即 “农民起义发生
率”和 “玉米种植时间”存在Ｕ形关系，那么α１＜０，而α２＞０。我们将用固
定效应模型 （ＦＥ　Ｍｏｄｅｌ）和随机效应模型 （ＲＥ　Ｍｏｄｅｌ）来对 （１）进行估计。

在得到α１ 和α２ 的估计系数之后，可以得到临界年份Ｔ＝－α１／ （２α２）。如果
“玉米种植时间”小于Ｔ，则其对 “农民起义发生率”的边际作用是负的，而
当 “玉米种植时间”超过Ｔ时，其边际作用将是正的。
为对假说２进行检验，需要估计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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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ｔ＝β０＋β１Ｍａｉｚｅｉｔ＋β２Ｍａｉｚｅ
２
ｉｔ＋β３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β４Ｆｌｏｏｄｉｔ

　＋（β５Ｍａｉｚｅｉｔ＋β６Ｍａｉｚｅ
２
ｉｔ）·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β７Ｍａｉｚｅｉｔ＋β８Ｍａｉｚｅ

２
ｉｔ）

　·Ｆｌｏｏｄｉｔ＋Ｘｉｔγ＋εｉ＋εｔ＋εｉｔ （２）

其中ＰＲｉｔ和Ｍａｉｚｅｉｔ的定义和模型 （１）相同。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和Ｆｌｏｏｄｉｔ分别是该地区
在当年是否发生旱灾以及水灾的虚拟变量。Ｘｉｔ是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当地
的货币田赋率和实物田赋率状况。εｉ和εｔ分别刻画了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εｉｔ是误差项。β１ 至β８ 以及γ都是待估计的参数。
在 （２）中系数β５ 和β６ 刻画了玉米播种时间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环境塑

造效应”。如果β５＜０、β６＞０，则说明随着一个地区玉米播种时间的延长，当
地旱灾的发生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存在 Ｕ形关系，即当玉米播种时间低
于某个年限时，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当玉米播种时
间较长时，“环境塑造效应”带来的负面作用则占据了主导。类似地，β７ 和β８
刻画了玉米播种时间对水灾的 “风险分担／环境塑造效应”。如果β５＜０、

β６＞０，则说明随着一个地区玉米播种时间的延长，当地水灾的发生对农民起
义发生率的影响存在Ｕ形关系。
系数β１ 和β２ 刻画了排除了 “风险分担效应”和 “环境塑造效应”后，

“玉米种植时间”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主效应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它可以理解为
对于 “生产率效应”的度量。同样的，我们将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
应模型对 （２）进行估计。在得到估计参数后，同样可以计算 “风险分担／环
境塑造效应”的临界年份ＴＤ＝－β５／ （２β６）、ＴＦ＝－β７／ （２β８）及 “生产率效
应”的临界年份ＴＰ＝－β１／ （２β２）。
表３给出了公式 （１）、（２）的估计结果：

表３　公式（１）、（２）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Ｍａｉｚ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Ｍａｉｚｅ２　 ７．３２×１０－５＊＊ ６．７３×１０－５＊＊ ３．０３×１０－５　 ２．３４×１０－５　 ２．４１×１０－５　 １．９７×１０－５

（３．３４×１０－５） （３．３３×１０－５） （６．５９×１０－５） （６．５８×１０－５） （７．３４×１０－５） （７．１９×１０－５）

Ｄｒｏｕｇｈｔ — — １．９８８＊＊ １．６９９＊＊ ２．１０４＊＊ １．２１１
（０．８６９） （０．８５６） （０．９５８） （０．９２７）

Ｆｌｏｏｄ — — －０．００４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２ －０．８４７
（０．８７２） （０．８５７） （０．９５８） （０．９３１）

Ｍａｉｚｅ×Ｄｒｏｕｇｈｔ —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Ｍａｉｚｅ２×Ｄｒｏｕｇｈｔ — — ８．６３×１０－６＊＊＊ ７．９０×１０－６＊＊＊ ９．０９×１０－６＊＊＊ ８．１７×１０－６＊＊＊
（１．１２×１０－６） （２．３２×１０－６） （３．０７×１０－６） （２．２５×１０－６）

Ｍａｉｚｅ×Ｆｌｏｏｄ — —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Ｍａｉｚｅ２×Ｆｌｏｏｄ — — ７．０３×１０－５　 ７．０３×１０－５　 ７．０５×１０－５　 ６．９３×１０－５

（６．８６×１０－５） （６．８５×１０－５） （７．２２×１０－５） （７．２１×１０－５）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　Ｓｉｌｖｅｒ） — — — —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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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　Ｇｒａｉｎ） — — — —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９０８＊＊＊ ４．０３１＊＊＊ ２．９７４＊＊＊ ３．３２０＊＊＊ ３．３８５＊＊＊ ４．６２９＊＊＊
（０．４２１） （０．５６２） （０．７５５） （０．８２２） （１．０８８） （１．０１２）

观测数 ８　１８９　 ８　１８９　 ８　１８９　 ８　１８９　 ７　５６４　 ７　５６４

Ｒ２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 —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中数值为估值的标准误。

表３的 （Ｉ）、（ＩＩ）两列给出了公式 （１）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都得到了类似地估计结果：系数α１ 的估计值显著
为负，而α２ 的估计值则显著为正，这表明 “玉米种植时间”和地区农民起义
的发生率间的Ｕ形关系确实存在。在短期内，玉米的种植会降低农民起义的
发生率，但这种社会稳定效应会随时间逐渐减弱。在一段时间后，玉米的种
植反而会提高农民起义的发生率，这支持了假说１的结论。根据系数，可以
计算出 “玉米种植时间”对 “起义的发生率”的边际作用发生由负到正转换
的时间大约在玉米开始种植后８０—９０年。
在 （ＩＩＩ）、（ＩＶ）两列中，我们估计了简化的公式 （２），没有加入田赋率

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β５ 的系数显著为负，β６ 的系数则显著为正。这
说明，“玉米种植时间”和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环境塑造效应”之间确实存
在Ｕ形关系。根据系数，可以计算出 “玉米种植时间”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
环境塑造效应”的边际作用由负到正的转换大约发生在玉米开始种植后１２０
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β１、β２、β７ 和β８ 的估计结果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
玉米播种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效应”实
现的，而其对水灾的抵御能力并不明显。此外，其 “生产率效应”也不显著。

这些估计结果是部分支持假说２的。此外，我们发现β３ 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

即旱灾会显著增加社会动乱，而β２ 的估计结果则不显著，即水灾对于社会治
乱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和夏明方 （２０１０）的论断一致。４２

４２ 根据夏明方（２０１０）的观点，相对于水灾，旱灾的波及面更大、持续时间也更广，因此可能对受灾地区的
社会秩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夏明方，“‘旱魃为虐’———中国历史上的旱灾及其成因”，《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

在 （Ｖ）、（ＶＩ）两列中，我们加入了货币田赋率和实物田赋率作为控制
变量，重新对公式 （２）进行了估计，其结论和之前一致。这说明我们的结论
是稳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回归中，两类田赋比率的估计系数都不
显著。这说明在明清两代，田赋的征收可能并不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这看似和传统观点相悖。由于其原因已经偏离了我们的主题，因此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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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不做考虑。

（二）假说３的检验

为了对假说３进行检验，我们将考察的时间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是明
朝中后期，时间跨度为１４７０—１６４３年，这是玉米开始被引入中国的时期；第
二阶段是清朝前期，时间跨度为１６４４—１７９５年 （即从清朝顺治时期至乾隆时
期），这是玉米在中国迅速推广普及的阶段；第三阶段是１７９６—１９１０年 （即
从嘉庆时期至清朝末年），在这个阶段，玉米已经成为中国居民普遍接受的主
食之一。对于每一个时间段，我们考虑如下回归：

ＰＲｉｔ＝δ０＋δ１Ｍａｉｚｅｉｔ＋δ２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δ３Ｆｌｏｏｄｉｔ＋＋δ４Ｍａｉｚｅｉｔ·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
　＋δ５Ｍａｉｚｅｉｔ·Ｆｌｏｏｄｉｔ＋Ｘｉｔφ＋ξｉ＋ξｔ＋ξｉｔ （３）

和 （２）略为不同的是，在该估计中没有加入玉米播种历史平方的交互项。这
样处理的目的是避免过多高次项和高次项造成的共线性对结论准确性的影响。
系数δ４ 刻画了 “玉米种植时间”的 “旱灾风险分担效应”。如果δ４＜０，则表
示在考察时间段内，更长的 “玉米种植时间”可以降低旱灾导致的农民起义
的发生率；而δ４＞０，则说明该时间段内，更长的 “玉米种植时间”将提高旱
灾导致的农民起义的发生率。类似地，系数δ５ 和δ１ 分别反映了 “玉米种植时
间”的 “水灾风险分担效应”及 “生产率效应”；而δ２、δ３ 则分别刻画了旱涝
灾害的发生对起义发生率的效应。ξｉ和ξｔ分别刻画了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ξｉｔ是误差项。
如果假说３成立，那么在第一阶段中，δ１ 应该不显著，而δ４、δ５ 则应该

为负；在第二阶段，δ１、δ４、δ５ 应该都为负；在第三阶段，则δ１ 应该不显著，
而δ４、δ５ 应该都为正。
表４给出了公式 （３）的估计结果：

表４　公式（３）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明中晚期，１６４３年前）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清前期，１６４４—１７９５年）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清中后期，１７９６年后）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Ｍａｉｚｅ －３．３６×１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３）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１．８５０＊ ０．８４４　 ２．３７２　 ２．７５４　 ２．６７７　 ２．４７２＊

（１．０２８） （０．９８８） （１．８３９） （１．７７２） （１．５１４） （１．２６８）

Ｆｌｏｏｄ －０．１４８ －１．０３９　 ０．２８８　 ０．１７８　 ０．７２２　 ０．８３９
（１．０２９） （０．９８０） （１６３８） （１．６９９） （０．５３１） （０．５１６）

Ｍａｉｚｅ×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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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明中晚期，１６４３年前）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清前期，１６４４—１７９５年）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清中后期，１７９６年后）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Ｍａｉｚｅ×Ｆｌｏｏｄ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　Ｓｉｌｖｅｒ） — — －０．８１７ －０．４２２　 １．３５０ －１．２６５
（０．７２２） （０．４９０） （１．２２７） （１．１４９）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ｉｎ　Ｇｒａｉｎ）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４ －０．１９６　 ０．３０５　 １．８９９＊ １．８１６＊＊

（０．１２６） （０．０８０） （０．７４１） （０．３２２） （０．９７４） （０．７４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３５６＊＊ ４．２１６＊＊＊ １２．３９１＊＊＊ ７．５１１＊＊＊ ８．４６９　 ９．９８０＊＊

（１．３６５） （１．１５１） （３．８２２） （２．３５５） （５．７１２） （３．６５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观测数 ２　８４１　 ２　８４１　 ２　７６４　 ２　７６４　 １　９７６　 １　９７６
Ｒ２　 ０．００５ — ０．０２３ — ０．０２０ —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估值的标准误。

由表４，利用第一阶段 （即明中晚期）的子样本进行的回归中，δ４ 的估计
结果显著为负，这表示玉米发挥了 “旱灾风险分担效应”。而δ１、δ５ 的估计系
数都不显著，这说明 “生产率效应”和 “水灾风险分担效应”在这个时期都
不显著。利用第二阶段 （即清朝前期）的子样本进行的回归中，δ１ 和δ４ 的估
计结果都是显著为负的，这说明了在当时玉米种植的 “生产率效应”和 “旱
灾风险分担效应”都得到了发挥。而利用第三阶段 （即清朝中后期）的子样
本进行的回归中，δ１ 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而δ４ 和δ５ 则显著为正。这说明在
这个时期，玉米种植的 “生产率效应”已经消失，且会增加水旱灾害对农民
起义发生率的影响。
这些估计结果基本上是和假说３的预言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在 （Ｉ）—

（ＩＶ）的回归中，δ５ 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玉米对水灾的抵御效果不
佳引起的。

（三）内生性检验

可能影响公式 （１）— （３）估计结果的一个因素是玉米引植的内生性。

如果玉米在各地播种状况本身就受当地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决定，那么公式
（１）— （３）式估计所得到的系数将不能准确刻画出玉米引植情况对农民起义
发生率的影响。
为了考察这种可能情况，本文对如下式进行了估计：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ｉ ＝Ｍｉηｉ＋ζ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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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ｉ是刻画玉米引植状况的变量，仿照Ｊｉａ（２０１３），本文采取了两
个指标：一是标准化的引植年份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定义为 “最
初引植年份／１００”；二是当地引植玉米时间在全国的排名状况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ｅｒ）。Ｍｉ是刻画玉米引入前各省状况的变量，包括１４７０—１５５０年间各省旱涝
灾害的发生率、农民起义发生率，以及１４９１年 （明代弘治四年）各省的人口
密度以及田赋状况。
表５汇报了公式 （４）的估计结果。容易发现，无论是农民起义发生率、

旱涝灾发生率还是地租状况，都和玉米引植的时间或顺序无关。这表明，玉
米在中国各省的传播，可能主要是受地域位置和区域种植条件的影响，和其
他因素关系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 （１）— （３）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
从而说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５　公式（４）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１．１２２　 １１．９１３　 １１．５５２　 １１３．０３８　 １１９．８４４　 １１５．４５７
（６．８１９） （７．４２４） （７．７５５） （７６．５０７） （７８．５３２） （７１．８７１）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１．０５３　 ０．６４３ — ９．５１６　 ５．３８４
（０．７２） （０．８１７） （４．９６２） （７．５８４）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１．１３３ －０．９５１ — －１０．８７２ －９．４０２
（０．６９１） （０．６８４） （７．４０４） （７．４９９）

Ｌ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 — ０．００７ — —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０）

Ｌａｎｄ　Ｔａｘ — — －０．００６ — —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５．８３１＊＊＊ １５．７９６＊＊＊ １５．８８８＊＊＊ ５．５１６＊＊＊ ５．５２１＊ ６．９０５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９） （０．６９３） （１．１１０） （３．０１０） （６．４３９）

观测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Ｒ２　 ０．６２６　 ０．７５８　 ０．８１３　 ０．６６９　 ０．７９０　 ０．８３３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估值的标准误。

六、总结和政策评论

本文对玉米从美洲引入中国后对于社会治乱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

析。通过对１４７０年至１９００年的面板数据的回归，我们发现各省的玉米种植
时间和当地的农民起义发生率存在一种 Ｕ形关系，即在引种初期，农民起义
发生率会逐渐降低，而随后其发生率则会逐渐上升。从作用机制上看，玉米
种植主要是通过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机制”和社会治乱发生联系的。如果分
时间段看，在明朝中后期，玉米对社会治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风险分担效
应”上。而在清朝前期，是玉米的 “生产率效应”和对旱灾的 “风险分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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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清朝中期之后，其 “生产率效应”消失；并且在
玉米播种强度更高的地区，旱灾引起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可能也变得更高了。
我们认为，本文的发现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方面，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更好理解 “气候—治乱循环”的形成机制。

在玉米引入初期，更高的播种强度能够更好地在旱灾发生时稳定粮食产量；
而在玉米传播的后期，更高的播种强度则会加大水土破坏的程度，从而使得
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为严重。而这正好和 “玉米传播时间”同 “农民起
义发生率”之间的Ｕ形关系相一致。这就为 “传统社会中 ‘气候—治乱循环’
是通过粮食产量波动发生作用”的猜想提供了佐证。
另一方面，本文的发现提供了 “哥伦布大交换”对中国产生影响的经验

证据。经济史学家认为，“哥伦布大交换”后，玉米、甘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
缓解了欧洲的粮食短缺，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支撑了欧洲的人口增长、城
市化 和 近 代 化 进 程 （Ｃｒｏｓｂｙ，１９７３；Ｗａｒｍａｎ，２００３；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０）。但美洲作物引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则和欧洲不尽相同。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 （２０１１）已经指出，虽然玉米等美洲作物让中国的人口高速增长，但并
没有促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本文的研究又发现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另一
不同：玉米等美洲作物的种植并没有让社会发展突破 “气候—治乱循环”，因
此并未起到像在欧洲那样，为近代化进程创造良好环境的作用。
为何同样的作物，在中国和欧洲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呢？我们认为，这可

能是中国和欧洲在对待流民的处理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决定的：在欧洲，美洲
作物推广后所滋生的广大人口进入了城市，这为新兴的城市手工业提供了劳
动力；而在中国，由此滋生的大量人口则进入了更为偏僻的山区继续从事农
业生产。正是由于这种差异，造成美洲作物成了欧洲近代化的推进器，而并
没能帮中国走出传统社会。当然，这种猜想本身还有待检验。
此外，从现实角度看，本文也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在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抗灾作物引植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不少研究
认为，种植具有良好抗灾性能的作物不仅可以平滑农业生产周期，从而带来
经济收益，更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冲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当
大力支持抗灾作物的引植 （Ｐａｄｍａ，２００８）。本文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
观点进行了考察。我们发现，对外来的抗灾作物进行引植，虽然在短期确实
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
面效应。这说明，在引种外来抗灾作物前，必须进行更为审慎的考虑，对成
本收益进行更为认真的权衡。

附录：灾害强度和数量的影响
在正文的讨论中，仅采用了虚拟变量 “是否发生灾害”，而没有考虑灾害的强度和次

数。在本附录中，我们将纳入这些因素，并以此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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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定义灾害强度的虚拟变量。如果在年度ｔ，ｉ省中至少有一个观测点的旱涝等级

为５，则认为该省发生了大旱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并定义变量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１，

否则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０。类似地，我们定义如果在年度ｔ，ｉ省中至少有一个观测点的

旱涝等级为１，则认为该省发生了大涝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Ｆｌｏｏｄ），并定义变量Ｅｘｔｒｅｍｅ＿Ｆｌｏｏｄｉｔ＝

１，否则Ｅｘｔｒｅｍｅ＿Ｆｌｏｏｄｉｔ＝０。如果在年度ｔ，ｉ省观测到的最高旱涝等级为４，则我们认

为该省发生了轻度旱灾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并定义变量 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１，否则

ＬＤｉｔ＝０。类似地，如果在年度ｔ，ｉ省观测到的最低旱涝等级为２，那么我们认为该省发生

了轻度水灾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并定义变量ＬＤｉｔ＝１，否则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０。

定义了上述虚拟变量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当地气候灾害的发生次数。以 “大旱次

数”Ｎｕｍ＿ＥＤｉｔ为例，我们将这一变量定义为在年度ｔ，ｉ省范围内旱涝指数为５的观测点

的总个数。类似地，我们可以定义 “大涝次数”Ｎｕｍ＿ＥＦｉｔ、“轻度旱灾次数”Ｎｕｍ＿ＬＤｉｔ
和 “轻度涝灾次数”Ｎｕｍ＿ＬＦｉｔ。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我们的数据中，每个省拥有的气候观测点数目并不相同，因此

按上述方式构造的灾害次数并不能很好反映ｉ省在年度ｔ的旱涝分布状况。为了克服这一

困难，我们可以将以上四个变量都除以ｉ省的观测点总数，从而得到对应的标准化灾害次

数：ＳＮｕｍ＿ＥＤｉｔ、ＳＮｕｍ＿ＥＦｉｔ、ＳＮｕｍ＿ＬＤｉｔ和ＳＮｕｍ＿ＬＦｉｔ。根据定义，如果所有观测

点是在各省内部比较均匀分布的，这四个标准化后的灾害次数可以被近似用来代表年度ｔ
时各类气象灾害在ｉ省的影响范围在该省所占的比例。

在定义了上述所有变量后，我们可以估计形如公式 （Ａ１）的模型：

ＰＲｉｔ＝κ０＋κ１Ｍａｉｚｅｉｔ＋κ２Ｍａｉｚｅ２ｉｔ＋κ３ＬＤｉｔ＋κ４ＬＦｉｔ＋κ５ＥＤｉｔ＋κ６ＥＦｉｔ
　＋（κ７Ｍａｉｚｅｉｔ＋κ８Ｍａｉｚｅ２ｉｔ）ＬＤｉｔ＋（κ９Ｍａｉｚｅｉｔ＋κ１０Ｍａｉｚｅ２ｉｔ）ＬＦｉｔ
　＋（κ１１Ｍａｉｚｅｉｔ＋κ１２Ｍａｉｚｅ２ｉｔ）ＥＤｉｔ＋（κ１３Ｍａｉｚｅｉｔ＋κ１４Ｍａｉｚｅ２ｉｔ）ＥＦｉｔ
　＋ＸｉｔΓ＋νｉ＋νｔ＋νｉｔ （Ａ１）

这里ＬＤｉｔ、ＬＦｉｔ、ＥＤｉｔ和ＥＦｉｔ分别是用来刻画各类灾害性状的变量。在具体的回归分

析中，我们分别用前面构造的 “是否发生灾害”的虚拟变量、灾害次数或相对灾害次数来

代替这些变量的位置。

和 （２）类似，在 （Ａ１）中，系数κ７ 和κ８ 刻画了玉米播种时间对轻度旱灾的 “风险分

担／环境塑造效应”，如果κ７＜０、κ８＞０，则表示随着一个地区玉米播种时间的延长，当地

轻度旱灾的发生 （或发生次数、发生旱灾的面积占ｉ省的比例）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

存在Ｕ形关系。类似地，系数κ９－κ１４的系数都可以作出相应的解释。系数κ１ 和κ２ 被用来

刻画排除了 “风险分担效应”和 “环境塑造效应”后， “玉米种植时间”的 “生产率效

应”。系数κ３－κ６ 被用来刻画各类灾害对农民起义发生率的 “主效应”。

表Ａ１给出了公式 （Ａ１）的估计结果。

表Ａ１　公式（Ａ１）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Ｍａｉｚｅ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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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Ｒｅｖｏｌｔｓ×１０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ＦＥ模型 ＲＥ模型

Ｍａｉｚｅ２　 ２．６５×１０－５　 ２．７９×１０－５　 ９．０２×１０－５　 ８．１６×１０－５　 １．０３×１０－４　 ８．６７×１０－５

（７．３６×１０－５） （７．１８×１０－５） （６．３９×１０－５） （６．２２×１０－５） （６．５３×１０－５） （６．３５×１０－５）

ＬＤ　 ０．７５３　 ０．７９１　 ０．４０８　 ０．３７０　 １．５１０　 １．４１６
（１．０８６） （１．０６９） （０．４５９） （０．４３７） （２．２９８） （２．２０９）

ＬＦ　 ０．４５５　 ０．０５１　 ０．９５１＊ ０．９６９＊＊ ４．１４４＊ ４．７０５＊＊

（１．０７６） （１．０５１） （０．４８６） （０．４６４） （２．４０７） （２．３１１）

ＥＤ　 ４．４７３＊＊＊ ２．８１４＊＊ ２．４６１＊＊＊ ２．０２２＊＊＊ １２．５３９＊＊＊ １０．５２３＊＊＊

（１．２８０） （１．２４８） （０．６２９） （０．６２２） （３．１２０） （３．０９０）

ＥＦ　 １．１０１　 １．４２８　 １．４８８　 １．４７１　 ４．４１６　 ４．４２２
（１．２３６） （１．２０９） （１．６４７） （１．６３５） （３．２９８） （３．２４２）

Ｍａｉｚｅ×ＬＤ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Ｍａｉｚｅ２×ＬＤ　 ３．８２×１０－５＊＊ ４．１７×１０－５＊＊ ６．６０×１０－５＊ ６．２４×１０－５＊ ３．１４×１０－４＊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９７×１０－５） （１．９４×１０－５ （３．５１×１０－５） （３．４９×１０－５） （１．７３×１０－４） （１．７３×１０－４）

Ｍａｉｚｅ×ＬＦ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Ｍａｉｚｅ２×ＬＦ　 １．２３×１０－４　 １．１９×１０－５　 ２．７３×１０－６＊＊ ３．１７×１０－６＊＊ ４．４０×１０－５＊ ４．５１×１０－５＊

（８．００×１０－５） （７．９４×１０－５） （１．３３×１０－６） （１．３２×１０－６） （２．６５×１０－５） （２．６６×１０－５）

Ｍａｉｚｅ×ＥＤ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Ｍａｉｚｅ２×ＥＤ　 ５．９９×１０－５＊＊ ６．７２×１０－５＊＊ ７．５３×１０－５　 ８．２３×１０－５＊ ３．７０×１０－４　 ３．９４×１０－４＊

（２．７９×１０－５） （２．７８×１０－５） （４．７７×１０－５） （４．７７×１０－５） （２．３２×１０－４） （２．３３×１０－４）

Ｍａｉｚｅ×ＥＦ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Ｍａｉｚｅ２×ＥＦ　 ６．７１×１０－６　 ７．９９×１０－６　 ３．２８×１０－５　 ３．１５×１０－５　 １．５８×１０－４　 １．５６×１０－４

（９．２９×１０－５） （９．２８×１０－５） （４．８８×１０－５） （４．８７×１０－５） （２．４１×１０－４） （２．４０×１０－４）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７
（ｉｎ　Ｓｉｌｖｅｒ）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６）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６）

Ｌａｎｄ　Ｔａｘ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４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０３４＊＊＊ ４．６５９＊＊＊ ４．１７４＊＊＊ ５．４５５＊＊＊ ４．１８３＊＊＊ ５．３４６＊＊＊

（１．０９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９） （０．８７７） （１．００９） （０．８８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观测数 ７　５６４　 ７　５６４　 ７　５６４　 ７　５６４　 ７　５６４　 ７　５６４
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注：（１）在前两列的估计中，ＬＤｉｔ、ＬＦｉｔ、ＥＤｉｔ和ＥＦｉｔ的位置分别用虚拟变量 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ｉｔ、Ｅｘｔｒｅｍ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ｔ和Ｅｘｔｒｅｍｅ＿Ｆｌｏｏｄｉｔ代表；在中间两列中，它们分别用灾害发生次数 Ｎｕｍ＿ＬＤｉｔ、Ｎｕｍ＿

ＬＦｉｔ、Ｎｕｍ＿ＥＤｉｔ和Ｎｕｍ＿ＥＦｉｔ代表；在最后两列中，它们分别用标准化的灾害发生次数ＳＮｕｍ＿ＬＤｉｔ、ＳＮｕｍ＿ＬＦｉｔ、

ＳＮｕｍ＿ＥＤｉｔ和ＳＮｕｍ＿ＥＦｉｔ代表。
（２）＊表示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数值为估值的标准误。

由表Ａ１易知，无论我们是采用虚拟变量、灾害发生次数或标准化后的灾害发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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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构建回归的自变量，都可以得到 “随着玉米种植时间的延长，各类灾害对农民起义发生

率的影响呈现Ｕ形关系”的结论。４３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在正文中的经验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对灾害的强度进行区分后，可以进一步发现玉米的引植对于不同强

度灾害的抵抗作用。以旱灾为例，通过估计系数我们容易算得，大约在一个地区引种玉米

后１００年内，更长的玉米引种时间有利于降低 “大旱”引发农民起义的概率，而在此之

后，这种效应则会发生逆转。但对于轻度旱灾来说，类似地效应转变则发生在玉米引植后

的１８０年左右。这表明即使从抵抗 “大旱”的角度看，玉米的 “风险分担效应”已被 “环

境塑造效应”主导，从而总体上体现出消极意义时，它在抵御一些小规模旱灾时，仍然可

能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清朝中期，玉米引植所导致的水土破

坏已酿成一些重大灾害时，农民依然有积极性继续扩大种植。４４

４３ 在估计结果中，Ｍａｉｚｅ×ＥＦ和 Ｍａｉｚｅ２×ＥＦ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但如果仅看数值，这种 Ｕ形
关系仍然是存在的。
４４ 当然，农民所主要考虑的应当是预期产量问题，但这一因素可能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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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Ｉｎｉｋｏｒｉ，Ｊ．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２６］Ｊｉａ，Ｒ．，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ｃｋｓ，“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１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２７］Ｋｉｃｋｅｒ，Ｂ．Ｆ．ａｎｄ　Ｊ．Ｌ．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Ｗａ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７３，５（２），３７５—３９８．

［２８］Ｌｅｅ，Ｊ．ａｎｄ　Ｆ．Ｗａｎｇ，Ｏｎ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７００—２００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９］Ｌｉ，Ｙ．，“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　ｉｎ　Ｓｉ－

ｃｈｕ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２，７—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Ｌｉａｎｇ，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Ｒ．，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ｔｓ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Ｏｕ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Ｊ．Ｍｕｒｒａｙ，１８２６．

［３２］Ｍｉｇｕｅｌ，Ｅ．，Ｓｈａｎｋｅｒ　Ｓａｔｙａｎａｔｈ　ａｎｄ　Ｅ．Ｓｅｒｇｅｎｔ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４，１１２（４），７２５—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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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Ｍｉｇｕｅｌ，Ｅ．ａｎｄ　Ｓ．Ｓａｔｙａｎａｔｈ，“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４），２２８—２３２．

［３４］Ｍｉｎｔｚ，Ｓ．Ｗ．，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５．

［３５］Ｎｕｎｎ，Ｎ．ａｎｄ　Ｎ．Ｑｉａｎ，“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ｏｏｄ，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０，２４，２，１６３—１８８．

［３６］Ｐａｄｍａ，Ｔ．Ｖ．，“Ｃａｎ　Ｃｒｏｐｓ　Ｂ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ｏｏｆｅ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ｍｔｎｆｏｒｕｍ．ｎｅｔ／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

ｆｉｌｅｓ／ｐｕｂ／１６０３．ｐｄｆ．

［３７］Ｓｎｇ，Ｔ．Ｈ．，“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１７００—１８５０”，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０．

［３８］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Ｙ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ｒｔｓ　ｏｆ　Ｄｒｙｎｅｓｓ／Ｗｅ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５００－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Ｔｈｅ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Ｗａｒｍａｎ，Ａ．，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Ｈｏｗ　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Ｂａｓｔａｒｄ　Ｇｒｅｗ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４１］Ｗａｎｇ，Ｈ．，“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６，３，８３—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Ｘｉ，Ｔ．Ｙ．，“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

［４３］Ｘｉａ，Ｍ．，“Ｔｈ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ｅｍｏｎ　Ｒａｎ　Ａｍｏｋ：Ｄｒ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Ａｐｒｉｌ，２７，２０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Ｘｉａｎ，Ｊ．，“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８８，１，９９—１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Ｚｈａｎｇ，Ｄ．，ｅｔ　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７，７６（４），４５９—４７７．

［４６］Ｚｈａｎｇ，Ｄ．，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ｒ，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

ｒ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０４（４９），１９２１４—１９２１９．

［４７］Ｚｈａｎｇ，Ｘ．，ａｎｄ　Ｈｕｉ，Ｆ．，“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Ｃｕｒｂ　Ｔｈｅｍ”，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３，１３—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Ｚｈａｎｇ，Ｄ．，ｅｔ　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ｒｓ，Ｓｏｃｉ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４，２３，２４６８—２４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Ｚｈａｏ，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Ｍｕ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０］Ｚｈａｏ，Ｈ．，“Ｄｉ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ａｔ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２，１１（２），６９１—７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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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ｅａｃ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Ｃｙｃｌ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ｉｚ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ＹＯＮＧＷＥＩＣＨＥＮ＊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ＩＮＧＷＥＩ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ＹＩＺＨＯＵ
（ＵＣ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　ｕｓ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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